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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铜鍪是巴蜀青铜器中颇具特色的容器。从形制来看，属于实用器物。铜鍪的传播
范围很广，除本土四川外，陕西、河南、湖北、广东等地均有出土。存在时间也很长，从战
国早期直到东汉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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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鍪是巴蜀青铜器中颇具特色的容器，但
令人惊奇的是它传播范围很广，除本土四川外，
在陕西、河南、湖北、广东等地均有出土；存
在时间很长，从战国早期直到东汉晚期。作为
一种地方性的青铜容器，它何以有如此强大的
生命力？
已有文章指出，铜鍪原本出自巴蜀地区，时

在战国早期；随着秦灭巴蜀，铜鍪于战国中晚期
进入关中；在秦灭东方六国的过程中，铜鍪逐渐
向各地扩散［1］。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这主要是
指铜鍪传播的方式和途径，还有深层的原因则有
待进一步分析。
从形制来看，铜鍪可谓其貌不扬。从出世到
消亡，形制没有多大变化，整体像陶罐，早期个
高、腹深，晚期个矮、腹浅；在肩、腹交界处设
置单耳或双耳，早期双耳有一大一小者。铸造也
很简单，系用两块范合成。铜鍪的下腹部和底部
有烟炱痕迹，说明它是实用器物。而其实用性正
是铜鍪大有作为的地方。
首先要关注的是铜鍪产生的时代背景。从中
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轨迹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
出现最早的青铜器，均为兵器、工具、装饰品之
类，都是实用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青铜器被
赋予礼仪文化的意义。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是当
时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又是宗法制度、等级制
度的物化。春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青
铜器渐渐失去往昔至尊的地位，向日用器物转
化，又回归为实用器。设若铜鍪的产生在西周或
春秋时期，它不会被注重礼制的东方社会看好。
正因为铜鍪产生在战国早期，流行在战国中期以
后，它自身的实用特点恰恰与此时青铜器的发展

潮流合拍，从而大有用武之地。这是铜鍪能从四
川一带流向全国的重要原因。
铜鍪首先为秦国所接纳，则与秦国的文化制

度和观念有关。春秋时，秦国还是严格按照“周
礼”来铸造和使用青铜礼器。从战国中期开始，
秦国改造旧有的青铜礼器制度，吸收先进的中原
青铜文化，诸如鼎的形制都有很大变化。对此，
有学者推测其原因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门户
开放，加强与中原诸国的联系［2］。虽然各国都在
变法，但只有秦国较为彻底。有学者指出：这方
面的依据是，许多东方诸侯国的战国中晚期的大
墓，依然有成套的青铜礼器，而这种现象在秦国
并未见到［3］。在中型墓葬中，秦国与东方诸侯国
的差别也很明显。战国中晚期的平凉庙庄 M7，
墓室面积有 31.4 平方米，仅出土鼎 1（通高 15.5
厘米）、壶 1（通高 29.5 厘米）、盘 1（残破）［4］；咸
阳黄家沟 M43，墓室面积有 23.9 平方米，出土
鼎 2（通高 14.8 厘米）、壶 2（通高 29.6 厘米）［5］。
同样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长治分水岭M25，墓
室面积 37.5 平方米（口）~31.85 平方米（底），
出土鼎 6（通高 32.5～40 厘米）、敦 2（通高 20 厘
米）、豆 2（尺寸不详）、壶 2（通高 43 厘米）、鉴
2（口径 55 厘米）、鬲 3（通高 11.5 厘米）、匜 1
（长 20 厘米）、盘 1（口径 36 厘米） 1（通高 6
厘米）［6］；邯郸百家村 M3，墓室面积 17.8 平方
米，出土鼎 1（通高 19 厘米）、敦 1（通高 22 厘
米），另有陶鼎 9（最高者 35 厘米）、豆 6（通高
30 厘米）、壶 9（通高 42 厘米）［7］。两相比较，可
见秦墓中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少，种类少，而且
体量小，纹饰简单；相反，东方诸侯国墓中出土
的铜器数量多，种类多，而且体量大，纹饰比较

53



四川文物 2009年第 2期

图十

图十一

（接 90 页）

横连接，以加强整体刚度。清水寺是最典型的例
子），是约束变形的关键：传统建筑的门槛，用料

粗壮结实，它位于檐柱或金柱之间，把柱子紧紧

的卡住，与上部额枋的共同作用，犹如现代抗震

设计规范规定的圈梁，使建筑物的整体性能更为

加强（图十、十一）。

6、柱子与柱础（四川叫磉蹬） 之间不用嵌
入，而是采用较光滑的平接。北方大式建筑采用
较为平整的石板或金属踬板；四川采用硬木作软

磉过渡。此种连接方式，能显著减少柱底和柱础表
面的摩察力，避免水平剪切力的破坏。5.12 汶川 8
级地震，成都有明显震感，文殊院藏经楼石柱础受

地震水平力的影响，位移1厘米左右，但上部结构

完好无损，证明传统构造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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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制作也比较精致。邯郸百家村 M3 虽然出
土铜器不多，但仿铜陶礼器数量多，种类多，
“体形较大，敦实厚重”，也远非秦墓可比。
总体来说，秦国青铜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逊

于中原青铜器。器形较小，纹饰简单，铸造较为
粗糙。很少出类拔萃的器物。传世的秦公簋，上
有长篇铭文，但论品相则一般。这一差别到了战
国更明显。如凤翔高庄 M10 出土的铜器，制作
草率，日趋明器化［8］。这一点与铜鍪的简陋、粗
糙但又实用正相吻合，铜鍪入主秦国便是很自然
的事情了。
在秦国墓葬中，铜鍪成为常用炊器还有一个

原因。这与秦国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变化有关。春
秋时期，在秦墓中，饪食器的组合是鼎、甗，
鼎、甗、簋或鼎、甗、簋，甗为常见之器，这一
点与东方诸侯国墓中多见甗是相同的。不同的
是，东方诸侯国墓葬中饪食器的组合丰富，除了
鼎、甗、簋，还有鬲、簠、豆、敦，而秦国墓葬
中几乎仅有鼎、甗、簋，所以甗对于秦墓饪食器
的组合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从战国中期开始，在秦墓中青铜器组合

形式发生变化，甗的数量减少，同时，形制也有

了很大变化，三足逐渐退化，这为铜鍪的介入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鍪与甗无论在形态还是功能方
面都很相似。从此鍪取代甗与鼎形成稳定的饪食
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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